
以“外国”为鉴:
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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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

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

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

“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

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

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

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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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2 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意图从改变中国人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增进民

众道德，从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在他的推动下，各省乃至各县都纷纷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根

据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设想，从衣食住行入手，做到规矩、清洁的要求。蒋介石认为，以“礼义廉

耻”为核心的中国固有道德就体现在这些生活细节中，而复兴这一道德内核是民族复兴的关键。① 这

一治理逻辑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该运动招人诟病的主要原因。胡适就指出，这些生活细

节的改善，虽然是作为现代国民应有的素质，但对于救国却无甚助益。② 而后来的研究者也认为，蒋

介石不过是想借纠正民众生活为借口，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③

既有研究对于蒋介石这一“生活→道德→民族复兴”的治理逻辑，主要从其思想资源入手来考

察。学者对新生活运动中的不同思想资源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梳理，指出其中有中国本土的儒家和

法家思想，同时还受到外国的影响，比如蒋介石在日本留学和参军过程中学到的日常生活规范、德意

法西斯主义的服从精神和“阳光、空气、水”的自然主义美学、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精神等。④ 因

此，新生活运动的顶层设计呈现出一种混杂的面貌，有时甚至显得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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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译，钱乘旦校，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第 214—225 页。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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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话语构建中，“外国”并非仅仅起到作为思想资源

的信息性( informative) 作用，同时也在其中起到了构建性( constructive) 作用，而这方面的研究却还不

充分。当蒋介石在宣传新生活运动时提到“外国”时，往往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我们至少

可以分梳出三层涵义来: 作为真实存在的“外国”、蒋介石理解中的“外国”、蒋介石在构建新生活运动

言论时所利用的“外国”形象。而“外国”作为他者的存在也有两重涵义，一方面是中国应该效仿的对

象，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些意义和作用各异的“外国”形象并存于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

的言论中，勾连成一张错综复杂的意义之网，对该运动治理逻辑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

图分梳这张“意义之网”，并从中寻绎出新生活运动的深层逻辑。

一、模糊的镜子: 蒋介石的“外国”经验

与常年在海外流亡的孙中山不同，蒋介石在外国的亲身经历并不能算多。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后

来又有几次短期访日; 1923 年他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短暂访问了苏联; 抗战期间，他于 1942 年访

问印、缅，1943 年参加了开罗会议。除此之外，他对“外国”的了解多通过间接的渠道，如阅读书籍、邀
请学者讲学等。总体而言，蒋并非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迂腐文人或旧式军阀，但也不同于曾沐浴于

欧风美雨之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官僚。他对于现代世界有所了解，却也有局限性。因此，当他发起新

生活运动时，他所凭借的参照系，也即这些他不甚了解的外国。
在所有的“外国”中，蒋介石在日本待的时间最长，他也最了解日本。1906 年，蒋介石初次东渡日

本求学，不久后回国，1908 年考取陆军留日学生资格，再次赴日，入振武学堂，1909 年肄业，相当于高

中毕业，遂作为士官候补生入高田日本陆军某野炮兵部队。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钦慕革命的

蒋介石偷偷离开炮兵连队，回国参加革命。这 4 年左右在日本的经历，对蒋介石的影响极为深远。尤

其是他在高田炮兵连队里，与日本兵生活在一起，完全遵循日本军队的内务规定，亲身体验了日本军

事训练的谨严有效。①蒋介石日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领袖，经常在对士兵和

军官训话时援引他在日本军队的经历，其中强调得最多的是内务的清洁整齐，以及对物品的爱惜。比

如，蒋介石于 1924 年 5 月 3 日正式受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5 月 16 日即下令军校举行清洁检查，并对

第一期学员讲演:“第一要注意卫生，使得全校学生的体育发达，没有疾病; 二要保存物品，使得学生

整理一切事情，珍惜物质，养成习惯为战时作准备。”②1925 年 4 月，他对第三期学员训话时，再次强

调:“内务要整齐清洁……军队内不讲清洁，什么精神都振作不起来，懒惰的心思就一天重一天。”③

他对军队内务的重视，就是从他在日本炮兵部队实习的亲身经历中来的。后来他在新生活运动中强

调“卫生”和“节约”两点，与其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

① 关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参见黄自进:《蒋介石在日本学习的一段岁月》，见《阻力与助力之间: 孙中山、蒋
介石亲日、抗日 50 年》，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5 年，第 55—88 页。

②③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 龙门书店，1965 年，第 262、417 页。
④ 参见山田辰雄:《1923 年蒋介石访问苏联》，见《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34—40 页。

苏联是 1934 年前蒋介石访问过的第二个国家。1923 年 8 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张太

雷、沈定一、王登云，赴苏联考察，9 月 6 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短短 2 个月时间里，蒋介石参观考察

了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建设，参观了苏联红军。苏联方面把蒋介石等人看作是国民党“左派”，而且

当时国共合作正在蜜月期，因此对蒋一行人的接待规格相当高。蒋介石有机会与俄共中央书记、教育

人民委员( 相当于教育部长) 等高官会谈，了解苏联的党政军制度，还参观了苏军部队、乡村苏维埃、
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甚至还参加了群众集会等大型活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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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在日本的经历不同，蒋介石在苏联之行时，已经开始从军事统帅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思考。
他接触到苏联制度设计的核心人物，也因此更明晰地了解到苏联制度的优缺点。比如他在 1923 年 9
月 7 日的日记中写到:“上午约见俄国共产党秘书长罗素达克，详谈革命经过利弊二小时余，其革命

成功三点: 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其革命

缺点: 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归国有，三、分配困难。又言其现在

建设情形。一、儿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云。”①又如 9 月 11 日下

午，他访问教育人民委员，向其了解苏联的学校教程，以及军队组织情况，尤其是党员在军队中的核心

作用。②因此，蒋介石对苏联制度的了解，是自上而下的，在具体实践层面，他的了解就只能走马观花，

流于表面。然而，后来由于国共关系破裂，蒋介石很少再提到向苏俄学习，在与胡汉民决裂后，也很少

提“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转而学习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
除了日、苏两国，蒋介石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就只能通过间接途径。他的妻子宋美龄曾在美国生活

求学多年，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姻亲宋子文、孔祥熙也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自从与宋

美龄结婚后，蒋介石还皈依了基督教，因此与美国的教会人士有更密切的接触。然而，全面抗战爆发

以前，蒋介石对美国并不太亲近。他曾多次在讲演中批评“门罗主义”。对他而言，美国更多是代表

帝国主义，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才成为中国的盟友。从蒋介石 1930 年代以前公开发表的

言论来看，他对美国的了解也相当有限，大多是泛泛而谈。有一轶事显示了蒋对美国了解的匮乏。
1932 年蒋介石在谈孙中山思想时，提到邵元冲去美国留学前请教孙到哪里去好，孙说: “你去须要到

极东，否则就要在极西，切不可站在中间，到那不东不西的地方; 如果只到不东不西的美国中部，是学

不到好的东西的。”孙本意是介绍美国学界的地理分布，而蒋介石却对孙的这段话做穿凿附会的解

读:“就此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总理革命的思想和他教人启发的方法了。总理做事情，向来是极端的，

不妥协的。”③蒋对孙的话做如此附会的理解，可见他对美国了解之浅薄。
相比起美国，蒋介石对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兴趣要浓厚得多。这固然与其军人出身

有关，使其相较于英美自由主义，更倾向于军事色彩浓厚的法西斯主义; 也与孙中山推崇接近欧美社

会主义思潮的“民生主义”有关; 而且就当时的欧洲局势而言，德国和意大利在一次大战后的迅速崛

起，使世界惊叹，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中国民族复兴的希望。其中，德国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影

响尤其大。正如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书中指出的，从 1928 年到 1938 年，中德关系的

密切程度超过了中国与列强中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其影响涉及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蒋

介石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领袖从德国法西斯那里看到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而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

时，很大程度上就借用了普鲁士军事训练的模式。④

相较于德国，蒋介石对意大利更有心理上的亲近感。意大利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却在近代四分

五裂、国势衰落。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推行法西斯主义，在现在看来臭名昭著，但在当时人眼里却是使

民族崛起、国力强盛的英雄。蒋介石有感于中国的历史轨迹与意大利颇有相似之处，他在阅读意大利

一名亲法西斯记者写的《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时，对书中描写墨索里尼的“革命”手段颇为佩服，赞

叹其“深谋远虑，策略步骤之良，组织之强”。⑤蒋介石对土耳其的兴趣也非常浓厚，因为土耳其也和中

国一样经历了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1927 年清党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时，曾计划出洋

·35·

刘文楠: 以“外国”为鉴: 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①
②
③

④
⑤

《蒋介石日记》，1923 年 9 月 7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参见《蒋介石日记》，1923 年 9 月 11 日。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 1932 年 5 月 16 日) ，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0，
第 542 页。
参见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 6 页。
《蒋介石日记》，1934 年 5 月 25 日。



考察一年，其中就有去土耳其“学革命”的一项。①在他眼里，土耳其能从帝国主义的围攻中坚持下来，

并在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党带领下重新崛起为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应该效仿的榜样。②

蒋介石有过海外求学和从军的经历，也通过阅读、顾问等间接渠道了解外国的情况。他对“外

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与其个体经历和中国未来的命运有关。日本、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在

他看来都有中国可资效仿的地方，但是他对“外国”的认知，也由于其识见所限，有诸多偏狭之处。有

时，他也因为立论的需要而将“外国”作为其立论修辞的一部分。在构思和推广新生活运动时，他就

经常提到“外国”，而他所谈论的“外国”因为语境的不同，所指的内容也不同。以下，笔者将从两方面

来谈“外国”的作用，其一是作为中国现代化榜样的“外国”，其二是作为中国之批判者的“外国”。

二、照见中国未来的镜子: 作为榜样的“外国”

“外国”对于中国而言，是地理上的区别; 但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外国”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

的概念，还是个时间上的概念，代表着“现代”。当蒋介石在讲演中提到“外国”，具体的所指往往是

欧、美、日本等列强。他相信“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但中国仍处于未现代化的状态，因此他对中国

的未来既有一种民族主义愿景，也即中华民族的复兴，又有一种普世的愿景，即使中国迅速按照欧美

模式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成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指明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这一点，在新生活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34 年 2 月 19 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党政军干

部和当地学校的校长开会，并讲演了《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史学界一般认为，此次讲话标志着新生

活运动的开端。在这次讲演中，蒋介石首先以一战后德国的迅速恢复和重新崛起为例，指出“一般国

民的知识道德”对于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性。他将德国与中国比较:

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 没有旁

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因此我们可以晓得，要一个国家和民族复兴

不是有怎样大的武力就行，完全在乎一般国民有高尚的知识道德，德国何以能和其他各个强国平

等，就是因为他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能和各国国民平等，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我们中国何以

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所

以今后我们要求平等，要想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要根本上先从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这一

点来做。③

此处，蒋介石的话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战后国力受到很大削弱，但其军事、科技

和经济水平并未受到根本性损害，而且德国在战后的迅速崛起也与当时欧洲外交局势有着密切关系。
德国的强大，固然有其国民素质高的原因，但并不像蒋介石强调的那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德国的例

子，蒋介石在国民知识道德和国家强盛之间虚拟了一个因果关系，为其后面强调国民知识道德作铺

垫。接着，蒋介石继续论述如何提高国民的知识和道德:

国民知识道德的高下，即文明和野蛮，从什么地方可以表现出来呢? 我们要提高一般国民的

知识道德要从什么地方着手呢? 这就单讲到一般国民的基本生活，即所谓“衣食住行”，这四项

基本生活，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是个人时时刻刻不能离的，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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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蒋介石日记》，1927 年 9 月 16 日。
蒋介石喜欢举土耳其的例子来强调民族独立通过艰苦奋斗而战胜困难，获得最终成功，他的演讲，参见《十年来
革命经过之回顾中国革命有成功无失败》( 1934 年 6 月 16 日)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第 239 页。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1934 年 2 月 19 日)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第 72 页。



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外国人衣食住行是什么情形，在场各位同志中有

到过外国去的人，当然看得非常明白，就是没有到过外国的，也可以在各处租界、教会或其他外国

人所住的地方看得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

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总而言之，统统合乎礼义廉耻! 不合廉耻的饭他们不

吃，不合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他们无论起居食息，一言一动，统统有规

律，合乎做人的道理，表现有现代文明国家的国民之知识道德。①

如果从论辩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有不少逻辑上的漏洞。首先，他把国民知识道德的评判标准简化为了

“文明”与“野蛮”，这是预设了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以现代西方为“文明”的唯一标准。其次，他

相信“衣食住行”等基本日常生活的外在表现，能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知识道德等内在的品质，并进

而促成民族复兴。这是他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根本信念，却也是经不住推敲的。胡适批评新生活运动

只关注无关紧要的细节，就是针对这种从生活小事入手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② 再次，他指出外国人

日常生活的习惯表现出“有现代文明国家的国民之知识道德”，但他又将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定性为

“统统合乎礼义廉耻”，通过这个断语，他将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礼义廉耻硬生生联系到

了一起。这样做貌似抬高了传统道德的地位，却也使其失去了实质性内容，沦为抽象的标签。
蒋介石继而引用了当年在日本学习的经历进一步阐明何为符合“礼义廉耻”的生活:

我过去在日本学陆军，受过他们的学校教育，也受过他们军队教育，他们虽口里没有提出

“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

乎礼义廉耻! 他们以这样的教育几十年教下来，然后才造成今日这样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

建立新的国家，要报仇雪耻，不要讲什么强大的武力，就只看在衣食住行上能不能做到日本人那

个样子。③

而所谓“日本人那个样子”，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每天早上用冷水洗脸，二是午饭吃冷饭。他

认为这表现了日本人吃苦耐劳、勇敢迅速的习惯，因此中国人要学习日本人这种习性，才能成为“临

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而这才是他真正希望中国人通

过新生活运动能获得的品质。④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论述新生活运动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时，“外国”的榜样起到了

关键性作用，用来证明“生活”与“民族复兴”之间的联系，而其逻辑本身缺乏说服力。德国和日本作

为现代强国，他们的国民具有较高的知识和道德也是事实，但德、日为何能成为强国的原因却被蒋介

石简化成了较高的国民素质，而较高的国民素质又被简化为更符合现代文明的生活习惯; 所谓更文明

的生活习惯，则被解读为一方面符合“礼义廉耻”的中国传统道德，另一方面表现为军事化的特征。
以德国和日本为媒介，这些原本并没有联系的元素，得以整合在一起，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逻辑:

通过军事化的生活，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从而复兴民族，使中国成为适应现代文明的强国。
然而，蒋介石在推广新生活运动时提到“外国”并非仅仅出于修辞的考虑，他对新生活运动的顶

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来自其并不全面的“外国”印象。他所理解的“外国”成功经验对其勾画中

国现代化的前景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前文提到，蒋介石在日本求学和从军的经历，使其对日本人简

朴、清洁、整齐的生活方式印象非常深刻，并早就试图在部队中推崇这种生活方式，后来在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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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1934 年 2 月 19 日)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第 72—73 页。
参见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独立评论》1934 年第 95 期，第 18 页。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1934 年 2 月 19 日)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第 76 页。
这一点恐怕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的核心观点，当天他在日记写道:“本日到纪念周训话，要社会军事化，学
日人洗冷面吃冷饭，先与其生活相比较，然后再言其他。”参见《蒋介石日记》，1934 年 2 月 19 日。



中向全民推行。德国也是蒋介石的效仿对象，甚至可以说新生活运动的直接推动力就来自于德国。
力行社成员胡轨赴德考察看到“德国人的生活井井有条，到处显得整齐清洁”，于是回国后就提出新

生活运动的报告，推崇德国人接近“太阳、空气、水”的生活。① 蒋介石从其报告中了解到这种自然主

义美学，首先在部队中强调锻炼健康的体魄: “现在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各国有一个锻炼体格的共

同口号，就是‘空气、日光、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与自然环境相接触，和一切自然的压力抗争，

以锻炼成功我们钢铁般的身体和精神!”②继而他在新生活运动中也推崇此口号。邓文仪在蒋授意下

草拟《新生活运动纲要( 初稿) 》，开篇即云:“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首倡，如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

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及作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不难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

武力之习练与准备。”③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该运动的内容也从“规矩清洁”和单纯的“军事化”渐渐拓展，向“外国”
学习借鉴的内容也更多了。1934 年 11 月 19 日，蒋介石在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讲《推行新生活

运动的方法》，就提出要以“在中国普通一般外侨的生活”为“新生活最好的实际模范”。蒋介石承认

外侨在物质上的生活水平要比中国人高，不易全盘照抄，但他希望中国人能模仿“他们的生活精神和

生活规律，他们的起居作息，举止态度，以及他们种种良好的习惯，如爱清洁，守秩序，讲互助，尚合群

等等”，而且学习外国人在物质上的不浪费。除了在个人生活层面模仿外国人，蒋介石还要求在社会

组织上学习外国，补充政府不足，增进国民团结。在他看来，各国都有“社会中心组织”，在欧美是教

会，在苏俄是党部，在传统中国是士大夫阶层。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原本想学苏俄模式，但当时各地党

部已经在社会上失去信用，因此中国社会上缺乏中心组织，“至今还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外侨办的

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普遍而有基础的一种组织”。于是，他

主张，新生活运动应与教会合作，邀请教会参加，“将我们新生活运动的精神，能灌注于教会，使教会

的组织力量和所办的种种事业，能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达到共同为社会服务之高尚目的”，最终

使新生活运动的团体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组织。④根据蒋的这一指示，新生活运动在 1935 年以后

逐步引入教会的力量，模仿基督教青年会开展青年假期劳动服务等活动，美国传教士牧恩波( George
Shepherd) 1936 年 7 月还被聘为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特别顾问。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民众道德的强调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家“教化”观念的影响。
他青年时期即阅读了大量同光时期中兴名臣的著作，如曾国藩、胡林翼等，因此，他在治军治国时都倾

向于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⑤ 在 1923 年访苏的日记中他就曾写道: “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皆比我

国人诚实恳切，令人欣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⑥可见其对国民道德之推

崇。即使不在新生活运动的语境下，蒋介石也喜欢强调“精神可以战胜物质”，相信只要争取民族自

由独立的国家“真能团结自强，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⑦

“外国”的成功经验更使蒋介石坚定了此信念。他在讲演中就曾提到过三个例子: 土耳其的复

兴、苏俄的成功，以及美国的独立。土耳其在帝国主义和邻国希腊的围攻下，甚至失去了首都君士坦

丁堡，但退居安哥拉后努力图强复兴，最终在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党带领下，战胜了希腊，废除不平等条

约，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围攻，却仍然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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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台北: 联经出版社，2000 年，第 315 页。
蒋介石:《党政工作人员须知( 二) 》( 1933 年 9 月 22 日)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1，第 472 页。
《新生活运动纲要( 初稿) 》，见《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5 年，第 106 页。
参见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方法》( 1934 年 11 月 19 日)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第 584—5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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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1923 年 9 月 9 日。
蒋介石:《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 1934 年 8 月 25 日) ，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第 444—445 页。这一演
讲是在庐山军官团第二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并迅速崛起为一强国。而美国经过了独立战争，战胜了强大的英国军队，最终获得了独立。从这些

“外国”例子中，蒋介石得出结论:“因为一个民族的复兴，必有其不可压迫的民族精神; 而这种精神之

所以能够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来达成他民族复兴的目的，又全在领导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和在领袖指

挥之下的一般干部，一般将领，能忠义自矢，服从命令，拥护领袖，为国牺牲，团结精神，共同奋斗。”①

然而，蒋虽然援引“外国”的例子，但他对民众道德的强调又是非常中国化的，建立在他对自身和国民

党干部道德修养的期许之上，与“外国”的实际历史相去甚远。
对蒋介石而言，在语义和现实层面，也即在新生活运动的言论宣传和政策设计中“外国”与“现代

文明”之间都有着等价关系。将“外国”作为中国的榜样，也即将“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蒋介石只是强调在日常生活层面仿效“外国人”，他坚信“外国”生活的道德内核

还是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这显然与“外国”的实际情况有着不小的差距。“外国”虽然是中国步入

“现代文明”的榜样，但“现代文明”并非一个无文化属性的概念，因此，当蒋介石设计新生活运动效仿

“外国”榜样时，并非完全在模仿“外国”，而是用“外国”做一个虚悬的目标，他又在其中注入了许多

中国本土的元素。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标则在于使中国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从而在弱肉强食

的世界秩序中，保存其民族强盛和国家独立。

三、丑化的镜子:“外国人”的凝视

蒋在新生活运动的宣传中所提到的“外国”，并不是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而是泛指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优于中国的列强。就当时的世界图景而言，列强处于主宰地位，其他国家和

民族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整个世界秩序其实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

义基础上的。在此秩序中，中国是个岌岌可危的“半殖民”国家，由于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主权已

不完整，日本在东北华北虎视眈眈，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因此，蒋介石相信，在帝国主义主宰的国际秩

序中，国之为“国”的资格是需要争取的，而存亡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否则就有

“亡国”之虞。而这种发奋强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成为其发动新生活运动最重要的驱动力。
黄金麟在《丑怪的装扮》一文中就指出了新生活运动是南京政府在这一“救亡图存”压力下的选

择。他认为，由于南京政府当时无法用军事、经济或政治手段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困境，只能以新生

活运动为权宜之计:“新生活事实上是一个十分救急性的运动。它虽然不能提供南京当局一个客观

直接的脱困方案，它至少适度保持南京依旧企图有所作为( do something) 的态势”; 而新生活运动推行

时，“以高度煽情、诅咒的口吻谴责人民的现有生活方式”，通过故意贬低中国平民的生活，将民众的

生活视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在民众习惯和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之间造成紧张关系，也是为了使新

生活运动规训民众生活获得合法性，增强国民党政权的权威。② 黄金麟在此文中大量引用了蒋介石

谴责中国人既有生活的言论，但他忽略了一点，贬低和丑化中国人的生活是需要参照系的，而蒋介石

采用的参照系往往就是“外国”，确切地说是作为列强的“外国”。这一未明言的预设使“外国”在蒋

介石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话语构建中起到一个特殊的作用，也即用一种虚拟的“外国人的凝视”来贬低

中国人的生活，从而使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改造变得有必要性和正当性。
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批评中国人，早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就已经出现。在《民族主义》第六

讲中，孙中山谈到，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不能“修身、齐家、治国”，所以才要来共管，使中国失去主权。
而外国人之所以认为中国人欠缺修身的功夫，则是从中国人的生活细节中看出来的，比如中国人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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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涕吐痰，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这类日常细节的不检点，“外国人一遇见

了便以为很野蛮”，便瞧不起中国人。① 孙中山提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都还是他在海外亲身经

历的，蒋介石提到外国人的评判，很多时候却是虚拟的。比如，新生活运动开始前不久，蒋介石在杭州

给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生讲演，就已经开始强调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其中他提到:“我刚才进饭厅的

时候，门口就有痰和鼻涕，如果外国人，比方美国或意大利顾问他们看见，一定觉得这件事就可以表现

我们民族的最野蛮，最没有教育!”他进而断言，如果中国人不能做好基本生活，“外国人要把我们当

作野蛮民族，格外要来欺侮，压迫我们!”②蒋介石其实是把自己对这些行为的评判，当成是外国人的

评判，换言之，这是他已经将外国人的评判标准内化为了自我要求。新生活开始后，蒋介石还经常用

外国人的评判来强调生活习惯的重要:“比方讲，禁止随地吐痰，就是新生活运动第一件要紧的事情。
这件事已成中国人普通最不好的习惯，实在是最容易传染疾病，最妨害公共卫生，也是最为外国人看

中国人不起的事情。我们提倡新生活，就是要先将这一类看似甚小而关系很大的不好事情改良。”③

外国人的评判眼光，成了衡量中国人“旧”生活是否需要改变的标准。
外国人对中国人日常行为的评判，建立在西方的“文明观”上，而将此“文明观”进一步引申，就涉

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也即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正当性。前面提到蒋曾认为，如果中国人不

能做到生活习惯的“现代文明”，外国人就会把中国人当野蛮人欺侮压迫。这其实是默认了欺侮压迫

“野蛮人”的正当性，而为了摆脱被欺侮压迫的命运，中国只有竭力摆脱“野蛮”的头衔。这也是新生

活运动中经常出现的论述。比如，蒋介石在宣传新生活运动的民众大会上如此说:

我们国家何以要被外国人侵略压迫? 我们民族何以要被外国人轻视、欺侮? 何以我们中国

人比不上外国人，要被外国人目为野蛮? 我们个个人都应当要自己反省。首先从自己本身来看，

我们的体格和精神是不是比得上外国人? 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高大，一样强壮? 再看我们一般

同胞的智识、行动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懂规矩? 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一举一动都能循规蹈矩，

有礼守法? 是不是事事物物都和外国人一样有条有理，清洁整齐? 比方讲，我们穿的衣服，家里

住的地方，或是学校里的课堂、宿舍、操场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整洁? 在街上走的人是不是都和

外国人一样有规矩———都靠左边走呢? 是不是我们的同胞能够和外国人一样不随地吐痰? 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同胞的生活，毫无规律，连这些很小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做到，而外国人都能做到，所

以我们一般同胞要被人轻视，甚至整个民族，要被人欺侮! ④

若按照这段话的逻辑，中国人受到轻视、欺侮的原因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而在中国人的

“野蛮”和“弱小”，而中国人的“野蛮”和“弱小”，也只有在和外国人相比较的时候才突显出来。新生

活运动对普通民众所要求的规矩清洁，无论是走路靠左还是不随地吐痰，都不是中国本土的习惯，而

是按照外国人的公共行为标准。换言之，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将他所理解的外国

人对中国人行为的评判标准，来评判中国人。虽然他号称新生活运动是为了恢复“礼义廉耻”的传统

道德，但在具体的生活要求方面，其实是相当西化的。
蒋介石想象了一种贬低中国人的“外国人的凝视”，他不仅没有批判这种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色

彩的有偏见的“凝视”，而且还视之为理所当然，并内化为他对国民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或可称之

为“自我殖民”或者“自我东方化”。在这一态度的主导下，他将“外国人”摆在高高在上的评判者的

位置上，而他自己也与“外国人”站在一起，以“现代文明”自诩，鄙视中国人的“野蛮”，因而其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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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疏离。也因为他已经默认了这一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不去反思“文明”欺

侮奴役“野蛮”的正当性，反而责怪中国民众没有道德、不够文明，同时在国际关系上也难免隐忍妥

协，期待通过被列强接纳成为一员，摆脱被侵略的命运。

四、余论:“文明”的幻像

《旧唐书·魏征传》记录了唐太宗在谏臣魏征死后的感叹:“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

以明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镜子的意象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于主体而言，镜子是他者，而通

过镜子的映照，主体看到的是自身的再现( representation) 。换言之，镜子的功能是为了让主体更好地

认识自身，镜子的属性则决定了主体看到的是怎样的自己。对蒋介石而言，“外国”也是一面镜子。
他对“外国”的了解并非全面、客观的，就好像是一面模糊扭曲的镜子，但这面镜子能让蒋介石从中看

到了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看到了中国的不足。因此，“外国”这面镜子，对于新生活运动而言是至关

重要的。“新”的生活，意味着转变，而蒋介石所期待的中国民众的转变，则是以“外国”为模版的。
正如既有的研究已经指出的，新生活运动虽然号称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为目标，但

在具体的措施上，是颇为西化的。①“新生活”的内容包括个人卫生习惯、交通规则、公共行为规范等

等，都是按照现代西方的标准来制定的。“外国”在蒋介石设计和发起新生活运动中起到关键性作

用。在蒋介石看来，“外国”的“现代文明”正是中国“固有道德”的镜像，两者是一体两面。正是通过

这一镜像的关系，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合为了一体。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组对立概念，就是

“文明”与“野蛮”，这也正是“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的区别。
“文明”与“野蛮”这组对立概念中，“文明”作为形容词，有别于作为名词的“文明”( civilization) ，

它暗示着世界上只存在唯一的文明标准，符合此文明标准的则被视为“文明”( civilized) ，否则便为

“野蛮”( barbarian) 。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的，这一“文明”的观

点由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首先提出，并成为欧洲人勾画世界秩序的标准:“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是

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 而且 19 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

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

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②蒋介石正是通过“外国”的镜像接受了这样一种“文明”观

念，主动把中国加入到这场由西方人主宰的游戏中，而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赢得这场游戏。
他没有意识到“文明”的标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构建性，是列强用以为其帝国主义扩张、奴役其

他弱小民族提供合法性的说辞。③因此，新生活运动虽然以民族复兴为目的，但其顶层设计有着内在

缺陷，将使中国受限于西方所规定的世界秩序，无法真正动员民众，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 责任编辑: 樊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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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ilver Ｒeserves，Silver Taxation and the Single Whip Method in the Longqing and the Wanli Peri-
od of the Ming Dynasty Li Yiqiong

This article not only studies the single whip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 silver storehouses，and
discus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ilver financ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a deep-going way，but also stresses the
study of another significant fiscal institution Jieshen warehouse in the Ministry of Work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oyal tributes or materials in the Longqing and Wanli period，from differentiation by real objectives and silver
money to silver money of former both，from belonging to the emperor to different central governmental depart-
ments，including the emperors，and tells that the single whip method was promoted by different central govern-
ments fiscal competition． Among these competitions，though the emperor was the top financial decision maker，
there was no fiscal centralization at the central court because the governmental financial authority was not only
held by Ｒevenue Ministry，but also by the other central departments．

Foreign Countries as a Mirror: Chiang Kai-sheks Imaginat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Its Use in the
New Life Movement Liu Wennan

When Chiang Kai-shek designed the New Life Movement，he often referred to foreign countries as a model
for China．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how and why Chiang Kai-shek used foreign countries as a rhetorical tool in
the movement． Chiangs direct experience in and knowledge of foreign countries was limited． In his theory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Chiang define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foreign countries as a mirror image reflec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ity，so as to reconcile the intrinsic tension in the New Life Movement，namely，the
paradox between demanding the mass to behave in a modern and westernized way and reviving the essential mo-
r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borrowing the antithesis of the civilized and barbarian in the Western colonial dis-
course，Chiang internalized the hegemony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transformed it into a patriarchal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 the mass． As a result，the New Life Movement could not effectively mobilize the people．

A Ｒeading of the Outlaw of the Marsh from the Lens of Martial Art Fiction Xu Fuchang
Outlaw of the Marsh is a renowned heroic novel which can be put in the category of the martial arts fiction，

although it is not purely martial arts fiction． Whilst it builds upon the xia tradition of the Tang chuanqi，or even
that in the Historie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Han Histories and the pre-Qin works，it has something new．
First of all it is worth ou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book Historical Ｒomance，Heroic Legend or
Swordsman Novel? If it is a historical romance，the focus is mainly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econdly，it is
also worth our while to delve into the characters． Were they heroes，swordsmen，or robbers? Thirdly，Outlaw of
the Marsh is also known as Jianghuhaoxiazhuan． Fourthly，much as the world beyond law in martial arts fiction is
obviously fictional，there are routine realistic settings，for instance，wine houses，inns，abbeys，tombs and for-
ests． The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atmosphere in the novel． Which settings in the Out-
law of the Marsh deserve our attention? Finally，there are inheritance and breakthrough as far as martial arts in
the novel is concerned． They are realistic as they are romantic．

The Later Ｒise and Metrical Pattern of Chinese Poetry with Seven-character Lines Yi Wenxiao
The seven-character style starts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he seven-sentence structure． The limitation of seven-sen-

tence pattern cannot refer to Qiyan body for lack of seven-sentence pattern． Seven words in the Han Dynasty started
with rumor saying，mirror ming，and song tactics． There are literati and Fu body for seven words copulative，but the
Han Yuefus five words are recognized for the authentic，and to literati in the music home is Ya Zheng． However，the
seven-character pattern was not popular in the Wei-Jin period，not because in the sentence Ping Yun leads meaning in
connected，nor could they describe the lyric． It mainly lies in the vulgar system，and the sentence length is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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